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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国家生态补偿制度尚未把粮食生产纳入进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探索

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为此，可以考虑在完善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

进一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和产粮大县支持力度的基础上，按照“谁吃粮谁拿钱、谁调粮谁补偿”

的原则，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具体做法是，采用粮食生产成本和调入调出

量作为主要依据，按粮食调入量、补偿系数和每公斤成本补偿标准确定各粮食调入地区应缴纳

的实际补偿资金，实现缺粮调入地区对产粮调出地区的利益补偿。此外，粮食生产除了提供各

种粮食产品外，还创造了生态服务价值，应将粮食生产纳入国家生态补偿范围，积极开展建立

粮食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探索，根据不同品种粮食生产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按亩给予相应的

补偿。

高培勇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亟须构建新的
知识体系和绿色增长叙事**

张永生

目前，在中国经济增速总体放缓的条件下，绿色经济的爆发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九大重点任务，其中特别强调“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和绿色低碳发展”。目前绿色转型面临的最大难点是，关于发展的传统理论及其政策论述，很大程

度上是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建立的，环境保护更多地被视为经济发展的负担。正如无法用农业时

代的思维去理解工业时代的经济一样，我们也无法用传统工业时代的思维，去理解生态文明和绿色

发展的机遇。因此，必须跳出传统工业时代的思维，在生态文明范式下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和绿色增

长叙事。

一、 发展范式和文明形态的转变需要新的知识体系

（一）传统工业时代的知识体系难以为绿色转型提供支撑

早在 1983 年，环境保护就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但环境问题却一度越来越严峻。背后的原因

在于，环境问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节能减排和狭义的环境保护问题，背后是发展范式的转变问题，

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深刻转变。2013 年 5 月 24 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从历史阶段来看，生态文明是较工业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形态。

生态环境危机由人的行为引起，而人的行为背后，归根到底又取决于世界观、价值观。欧洲文

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后兴起的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理性主义等，

成为欧美式现代化及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哲学基础。对发展的基本问题，即为什么发展（why）、发展

什么（what）、如何发展（how）等，①不同的哲学基础有不同的回答，由此可以揭示传统工业文明和生

态文明的本质区别。

*　张永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710。
①　 Zhang, Y., 2023, “Resha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under the 

Paradigm of Eco-civilization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4(1), 44-72, https://doi. org/10.1080/
02529203.2023.2192086；朱民、斯特恩（Nicholas Stern）、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刘世锦、张永生、李俊峰、赫本（Cameron 
Hepburn）, 2023：《拥抱绿色发展新范式：中国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 《世界经济》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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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的发展目的（why）和发展内容（what）。传统工业化模式以物质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消

费为中心。消费者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而效用则被表征为物质商品消费的函数。无论是生产者

还是消费者，其生产或消费的产品都是多多益善。与此同时，大量研究表明，消费主义并不一定带

来幸福水平的同步提升。①在生态文明范式下，“美好生活”不只是满足人们的物质商品需求和市

场化需求，也包括大量非物质和非市场的需求。

2.不同的人与自然关系（how）。工业文明基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试图通过强大

的技术征服自然并凌驾于自然之上，将自然当作经济的一部分；相反，生态文明则将经济当作自然

的一部分，人类经济活动必须在自然的安全边界约束下进行，以确保人类经济活动不会触发生态环

境危机。

传统工业文明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物质生产力的进步，但这种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持续扩张，

却不可避免地带来可持续发展危机。传统工业文明的思路，是在触发危机后试图在不转变发展范

式的条件下，通过所谓理性主义和新技术来解决危机。但是，人的有限理性无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

如此复杂的系统性危机。

爱因斯坦指出，“我们不能用过去导致这些问题的思维去寻求问题的解决”。工业革命后形成

的关于发展的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服务于传统工业时代，不仅难以理解危机产生的根源，也难以

为生态文明和绿色转型提供有效支撑。生态文明对大自然的敬畏与谦卑，看似不如工业文明通过

技术征服自然那般强大，但却可以避免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并让自然造福人类，实则为一种更高

的智慧。因此，必须从传统工业文明转变到生态文明。

（二）文明形态的转变要求重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底层架构

不同的文明形态要求不同的发展范式和知识体系。就正如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需要世界观

和价值观的深刻转变一样，从传统工业文明转变到生态文明亦是如此。但是，主流标准新古典经济

学关于生态环境的研究范式，更多地是将标准经济学应用于生态环境问题，在环境与发展相互冲突

的条件下寻找最优平衡点，这种研究范式难以解决环境危机。

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是简单地将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相关知识体系应用于生态

环境问题，而是在生态文明范式下，对发展的基本问题及其哲学基础进行重新反思，以重构知识体

系的底层架构。中国在解决可持续发展危机上的反思和行动，实质是在新的发展哲学基础上，对工

业革命后建立的不可持续的传统发展范式和现代化模式的重新定义。

从 19 世纪中后期边际革命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直至 Robbins（1932）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

稀缺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最优配置”的选择科学，②通过成本收益分析进行最优选择，就成为新古

典经济学关于环境问题的标准研究范式。目前关于绿色发展的新古典理论，很多都是在环境与发

展相互冲突的前提下寻求所谓的最优折中，严格的保护环境措施可能被视为对所谓“最优结果”的

偏离，也就更多地被视为经济发展的负担。这种传统的理论范式，不仅难以为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

持和政策论述，有时甚至成为绿色增长的阻碍。

目前不少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讨论，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生态文明研究，更多地是所谓绿色工

业文明思路，即在不改变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前提下，冀望通过技术进步等措施解决生态环境危

①　 Smith, A., 1759,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 Ashraf, N., Camerer, C., and Loewenstein, G., 2005，“Adam Smith, 
Behavioral Economis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5), 131-145; Keynes, J. M., 1930,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2), 358-373; Easterlin, R. A., L. A. McVey, M. Switek, O. 
Sawangfa, and J. S. Zweig, 2010, “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Revisite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 
22463-22468.

②　Robbins, Lionel, 1932,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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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①发展范式和文明形态的转变意味着，必须对发展范式及其哲学基础等底层逻辑进行反思与

重构，在新的经济学范式下构建新的知识体系。首先，从反思发展的基本问题切入，重新思考经济

学的哲学基础；其次，基于新的经济学哲学基础，反思现有理论经济学范式；再次，在新的范式下重

构相关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揭示其新的政策含义。

二、 构建新的绿色发展知识体系

（一）理解绿色增长机制需要跳出绿色工业文明的思维

中国电动汽车和新能源产业崛起的案例，可以生动地诠释绿色增长的经济学逻辑。一是，绿色

发展不只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给定分工结构下不同产业份额的边际变化，而是“从无到有”的非连续跃

变。二是，分工演进会推动成本快速下降。任何新产品最开始出现都是高价的奢侈品，但随着分工

的演进，成本会不断降低。过去十年，中国新能源成本大幅下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三是，如果只是

观察个别企业和个别产业的规模的变化效应，就无法理解递增报酬的产生机制。②标准气候变化经

济学模型关于减排边际成本递增的假定，可能更多的是对递增报酬现象缺乏理解的结果，如此等等。

如果不理解上述逻辑，就很难理解绿色经济的机遇，并可能由此形成一些误导性结论。比如，

主流新古典气候变化经济学得出的最优全球温升为 3℃以上（2023 年更新为 2.7℃），③无法为目前基

于《巴黎协定》的 1.5℃和 2℃温升目标的全球碳中和提供理论支持。主流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思

路，大都是将低于 3℃的减排目标当作发展的负担，然后评估实现这一减排目标的成本是否可负担

得起。这种方法大大低估了减排的好处、高估了减排的成本，无法为碳中和提供有效支持，并在政

策上产生误导。

新能源和电动车替代化石能源和燃油车的故事，还只是接下来经济全面绿色转型的序章。仅

有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还远远不够，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也会发生巨大转变。即使所有燃油车都

替换成电动车，所有的化石能源都替换成新能源，也不一定就意味着发展的可持续。比如，如果每

个国家都像美国那样每千人拥有 800 辆左右汽车和人均高耗电生活方式，其带来的气候变化之外

的生态、资源消耗，足以导致全球不可持续。杰文森悖论（Jevens paradox）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在

绿色转型过程中，除了最直接的高碳产业发生转型或被替代外，大量新兴绿色产业会出现，同时大

量其他传统产业会消失，由此带来大量新的增长机遇。

这种从无到有的绿色经济转型过程，具有预期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特征。绿色增长需要

打破“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即“没有绿色行动就没有绿色证据，而没有绿色证据就没有绿色行

动”。④由于传统理论无法预见这种可能的绿色跃变，也就难以采取绿色行动，绿色增长就真的不

会出现。反之，如果有对绿色发展的理论预见和愿景，就会采取绿色行动，绿色经济就真的会出现。

因此，新的发展理念、愿景和新的理论就成为绿色发展的关键。

由于标准新古典经济学对解决可持续危机的无力，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于标准经济学的语言

体系。比如，生态经济学对标准主流经济学就持强烈批判态度。他们为经济活动设置生态容量约

束，但却没有改变传统经济发展的内容和方式。由于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同生态容量相冲突，一些

生态经济学研究走向了“去增长”、增长的极限、强调伦理甚至宗教的研究路线。

①　张永生，2019：《生态文明不等于绿色工业文明》，载潘家华等主编：《美丽中国：新中国 70 年 70 人论生态文明》，中国环境出

版集团，第 472—479 页。

②　Young, A., 1928,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omic Journal, 38(152), 527-542.
③　Nordhaus, W.D., 2019, “Climate change: The Ultimate Challenge for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 (6), 1991-2014.
④　 Zhang, Y., and H.Shi, 2014, “From Burden-sharing to Opportunity-sharing: Unlocking the deadlock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 Climate Policy, 14(1), 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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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生态文明新的知识体系

解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不是简单地将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标准经济学引入生态环境领域，而

是要从生态环境危机出发，对经济学基本问题进行反思和重构，包括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如何发

展。在经济学分析中，上述问题对应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目标函数及其约束条件，以及政府和市场

的职能转变等问题。这个转变，就为重构人与自然关系建立了一个新的坐标系。当发展范式转变

时，经济学范式也要进行相应的转变：

一是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人类必须在自

然安全边界内活动”。这就需要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决策体系施加严格的生态环境约束条件，将生

态环境因素内置于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中，以此引导经济发展方向。

二是回归“美好生活”发展目的。新古典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很难真正代表消费者的“美好生

活”。传统增长目标和消费者福祉目标也就会发生背离。为此，必须对消费者的目标函数进行重新

定义，从 GDP 导向的发展，转向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这样，同样的 GDP 增长，其对应的内容

就会发生深刻转变。GDP 与福祉的关系，将从过去的相互背离走向内在一致。

三是克服经济学过度“科学化”带来的问题。经济学为实现自身的所谓科学化，引入了大量基

于数学逻辑而非经济逻辑的假定和方法。这使得新古典经济学难以处理绿色转型问题。比如，物

质主义、理性人、外生偏好不变、局部非饱和性、代表性消费者、狭隘的效用等假定。

从可持续发展危机的视角，对发展的基本问题及其哲学基础进行重新反思，就可以在生态文

明范式下重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底层知识架构，并以此重构生态 /环境 /气候等相关应用经

济学分支学科，揭示其新的政策含义。但是，实现这种转变，需要跳出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

局限。

一是跳出新古典边际分析的局限。绿色转型“创造性毁灭”的本质特征，意味着经济的非连续

性变化，并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机遇。由于新古典边际分析无法处理这种跃变，新古典主流气候变化

经济学也就难以在理论上预见减排有可能推动经济跃升到更有竞争力的结构。

二是跳出传统工业化模式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局限，让发展真正回归“美好生活”的目的。

“美好生活”不仅包括物质和市场化内容，也包括大量非物质和非市场因素。这些因素远未能在“科

学化”的经济学分析中得到反映。

三是跳出狭隘的经济学视野。一旦在跨学科的更大视野下分析人的行为，就会发现经济学的

局限性和误导性。一些在狭隘经济学视角下认为合理或最优的情况，可能成为不合理和非优，反之

亦然。

三、 构建绿色增长新的政策论述

（一）绿色增长的主要障碍

绿色增长面临的最大障碍，不是因为绿色增长缺乏理论基础或愿景不可行，而是因为传统发展

理论难以认识到绿色增长的机遇，且传统工业时代建立的发展模式也难以将这种机遇转化为现实。

具体而言，加快推进绿色增长需要克服以下主要障碍：

一是认识的局限。我们过去接受的经济学很多都是传统工业时代的经济学，人们往往陷入柏

拉图洞穴寓言的思维困境而不自知，也就很难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来理解绿色增长的机遇。这种

认识的局限，又进一步被分工跳跃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强化，对分工演进过程中成本大幅降低的前景

也就缺乏预见。比如，铁路、汽车最早出现时，其效率甚至远不如传统马车。

二是传统发展模式下的系统性转变和路径依赖。绿色转型不只是单个产品和技术的突破，

而是需要整体经济的协调转型。如果没有其所处的系统的支持，单个技术和产品的市场就不可

21



高培勇等：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能出现，就像电话机对用户的价值取决于其他人是否使用电话，以及电信基础设施是否具备

一样。

三是过去体制、规制和政策带来的障碍。基于传统工业时代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建立的体

制机制和政策，难以满足文明形态转变和绿色转型的要求，需要根据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进行

转变。

四是公平转型问题。绿色转型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只有对那些受冲击的部门、地区

和人群的利益进行补偿，才能实现转型公正，减少转型的阻力。基于特定部门、地区和人群的局部

经验（比如高碳部门）得出的“双碳”结论，可能会给决策者提供不正确的信息和误导。

五是商业模式转型等市场条件。绿色发展需要不同于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商业模式，其供给内

容、企业组织模式、商业模式、市场结构等都需要发生系统性转变。尤其是，绿色转型过程也是财富

从主要满足物质需求转向同时用非物质与非市场化需求来定义的过程，需要新的商业模式。

（二）构建绿色增长的政策论述

战略层面，跳出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工业化思维和理论局限，从人类文明形态和发展范式转变

的高度，建立绿色增长机遇的理论和政策论述。一旦跳出传统思维的束缚，过去奉为圭臬的标准新

古典理论，很多就不再成立。比如，碳减排是机遇还是负担，1.5℃目标是否就一定比 2℃目标更困

难，等等。

第一，认识上的突破。从绿色转型负担论，转向绿色转型机遇论。环境保护不再是在环境与发

展相互冲突的框架下寻找所谓的最优平衡，而是如何认识并创造新的绿色增长机遇。

第二，政府的关键作用。政府为绿色经济提供强大支撑，包括提出绿色愿景和预期、倡导绿色

消费文化和价值观、绿色产业支持、基础设施支持等。需要从发展范式和文明形态转变的高度，重

新界定市场和政府的职能。

第三，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政府对资本设置“红绿灯”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决定

性作用。绿色发展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新事物。绿色增长的机遇，有些需要被认识，有些则需

要被创造。

第四，保持环境规制的定力。严格的环境约束是经济转型的前提，可以倒逼绿色转型。不能为

了应对短期经济困难而大上高碳产业，否则将为长期绿色转型埋下障碍和风险。

第五，政策上的突破。针对上述绿色转型面对的阻力，研究出台一些重大措施。比如，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提出将“非经济因素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宏观经济政

策框架。

统筹消费与投资，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刘元春

2023 年 12 月 11 日—12 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激发有潜能的

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同时，不断提升国内供给质量水

*　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邮政编码：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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